
关于中国人的“流氓性”以及明代流氓阶层
膨胀的社会原因的几点看法

———与王毅先生商榷

高　寿　仙

　　近些年来 ,随着明代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发展 ,一些社会病态现象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流

氓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明代流氓的构造成份 、活动方式和社会影响 ,王春瑜 、陈宝良等学

者运用丰富的史料进行了细致描述(王春瑜 , 1991;陈宝良 ,1993:153-247),大大加深了我们对

于这一社会阶层的了解和认识 。《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 2期和第 5期刊载了王毅先生的长篇

论文《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通过明代后期

世态小说的内容对社会史的考察》(下称“王文”),该文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为明代流氓史增添

一些文学性的事例 ,而是试图探究“中国流氓文化”的发展根源以及此种文化对中国人的心理

和性格的深刻影响。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十分重要而且颇有趣味的 ,但作者对问题的某些解说

却使笔者感到有些疑惑 ,特提出来加以讨论 ,以就教于王毅先生和学界同仁 。

关于流氓文化与中国国民性问题

首先就“流氓”的概念问题谈一点看法。在社会生活中 ,什么样的人算是“流氓” ,恐怕是见

仁见智 ,莫衷一是。陈宝良曾对“流氓”的定义问题进行分疏 ,认为“流氓”有广狭二义 ,广义上

的“流氓”泛指“无业游民” ,狭义上的“流氓”则专指不务正业 、为非作歹的人。可见 , “流氓”的

队伍虽然成份庞杂 ,大体上还是有其可以辨识的共同特征的 。土匪 、游丐 、习拳舞棒者 、帮会人

员 、纨 子弟 、帮闲之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虽大多带有流氓气 ,但与正牌流氓还是有一定区别

的(陈宝良 ,1993:2 、32-37);至于将政坛上的背信弃义 、心狠手辣 、蝇营狗苟一类的人物称为

“政治流氓” ,将无行文人称为“文痞” ,甚至将“奸商”也视同流氓等等 ,则更是对“流氓”概念的

扩展和延伸。笔者认为 ,在对流氓问题进行专门性的学术讨论时 ,最好不要把“流氓”的范围推

衍得过于宽广 ,否则就会出现“泛流氓化”的倾向。王文将官场上的贪赃枉法 、谄事上司以及商

业交易中的欺诈一概都视之为流氓行为 ,概念使用就略显泛化。

当然 ,王文将“流氓”概念加以泛化 ,并非是对词语的滥用 ,而是有意识的 ,目的是凸显和强

调流氓因素在中国社会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王文认为 , “流氓文化在国民性格中的

植根 ,是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明清社会)遗留给以后的国人最主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它给中国

后来命运带来的惨痛和`走出中世纪' 进程的阻力之大 ,也许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可见 ,王文

是将“流氓文化”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加以研究的 ,它试图告诉人们 ,“流氓性”早已弥漫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 ,并深深地植根于国民心理之中 ,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 ,中国之所

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 ,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罪于中国人的这种“病态国民性” 。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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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研究方法和结论 ,令人颇有似曾相识之感 。在整个 20世纪 ,中国的“国民性”(或曰“文

化精神” 、“国民心理”等等)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 ,人们或是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病根 ,

或是为了探求民族复兴的契机 ,纷纷给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把脉定性 ,所得结论五花八门。一位

学者在阅读了一本汇集了有关中国国民性的各种观点的资料集(沙莲香主编 ,1989)后 ,不免感

慨系之:“中国人居然既被说成`诚实' 的 ,又被说成`说谎' 的 ,既被说成`中庸'的 ,又被说成`极

端' 的 ,既被说成`智慧'的 ,又被说成`愚昧'的 ,既被说成`知足' 的 ,又被说成`贪婪' 的 ,既被说

成`平和' 的 ,又被说成`残虐' 的 ,既被说成`省俭撙节' 的 ,又被说成`好色逸乐' 的 ,既被说成

`富有商才' 的 ,又被说成`非功利主义' 的……”(刘东 , 1997:119)这些议论基本上都是有感而

发的情绪宣泄 ,普遍存在着攻其一点(或颂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问题 ,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

对中国国民性的概括也会大相径庭 。

必须说明 ,笔者发出上述议论 ,并非认为不应该研究“国民性” ,而是希望这类研究能够建

立在更加坚实的资料基础和更加严密的逻辑推理之上 ,否则所得结论便不过是一种感情表露 。

笔者从王文中所得印象便是如此。王文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国民心理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

“流氓性” ,而造成流氓文化蔓延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则是中国的极端专制主义政体。的确 ,中国

存在着不断趋于强化的君主专制政体 ,社会上也始终存在着为数众多的流氓 ,但这两种同时并

存的现象之间是否一定存在着因果关系或高度的正相关性 ,还需要从事实和理论的层面加以

证实和分析 。王文引用了一些西方思想家的观点 ,如舍勒认为“就整个人类而言 ,将`狡诈' 、

`机智' 、̀工于心计' 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 ,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 ,最为压抑的民

族” ;赖希认为专制政体会造成“权威主义性格” ,即底层人物的心理具有相反相成的两个基本

的侧面 ,一面是对政治权威的畏惧 ,由此导致对自我个性的强烈抑制 ,另一面是对专制权威的

渴望 ,希望通过获得和加盟于专制权威而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 。显然 ,王文若想用这些理论

印证自己的看法 ,还需要若干环节的逻辑推论 。比如 , “权威主义性格”是否等同于“流氓心

理” ,或者一定会造成“流氓心理” ? “专制体制”下的传统中国人是否真的比“民主体制”下的西

方人更“狡诈” 、“机智” 、“工于心计” ?

王文还引用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关于“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 ,但他们却是地球

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孟德斯鸠 ,1987:316)的说法 ,认为孟氏深刻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

的专制性与国民的流氓性格之间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实际上 ,孟氏对中国并无多少了解 ,他

只是根据来华的欧洲商人所谓的中国人在贸易中盛行欺诈的报道 ,就得出了中国人“是地球上

最会骗人的民族”的结论;而当时在华时间更久的传教士与商人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 ,他们认

为中国政体的指导原则“是畏惧 、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 ,但孟氏不予采信。另一位法国思想家

魁奈就认为孟氏的大胆推测都是“似是而非的推论” ,他认为即使中国的外贸商人确有欺诈行

为 ,也不能据此推论中国人的品德:“用欧洲商人的叙述来反对传教士的报道 ,这是冒险的做

法 ,因为欧洲商人不愿告诉我们 ,他们与之做生意的中国采取欺诈手段 ,是否为一种报复行

为” 。“如果孟德斯鸠先生想要探究的恰好是中国人的品德 ,那末仅仅对从事于外贸的商人的

品德加以评论 ,这是一个公正的分析吗”(魁奈 ,1992:93-94)?当然 ,孟德斯鸠和魁奈都不是

中国文化方面的专家 ,他们对中国政体和中国人品德的贬与褒 ,其实都是根据自己的政治理念

和思想体系作出的悬揣之论 ,我们切莫过于当真 ,更不可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而为拔高之论。

王文并没有将中国的“流氓文化”放到比较文化的视野中进行观照;但是 ,要证明专制政体

与流氓文化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 ,恐怕还是应该看看不存在专制集权体制的社会文化中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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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流氓群体存在。历史文献告诉我们 ,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中也是不缺乏流氓这种社会角色

的。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雅克·勒戈夫在介绍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时曾谈到 ,“到了中世纪后期 ,

`城市群氓' 经常能遇到。这个懈怠和犯罪的阶层有它自己的组织和专门的隐语 ,有它的丑恶 ,

有时也有它的迷人之处”(奇波拉主编 ,1988:76)。马克思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流

氓无产阶级” ,认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 ,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

级革命卷到运动中来 ,但是 ,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 ,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 ,去干反动的勾

当”(马克思 、恩格斯 ,1972:262)。王文谈到的依附于专制权力体系和权力社会体系 、以欺诈钻

营为生的宋明时代的流氓 ,与马克思 、恩格斯谈到的以“好勇斗狠” 、“懒散怠惰”为特点的“流氓

无产阶级” ,在表现形式上或许有所不同 ,本质上恐怕没有太大差别。事实上 ,即使在绝不能称

之为“专制集权体制”的现代美国 ,也有大量流氓活动于街头。20世纪 30年代怀特对一座美

国城市中的意大利侨民社区进行了细致调查 ,并撰写了一部有名的学术著作 ,其中就专辟一章

讨论了“非法团伙活动的社会结构”(怀特 ,1994:第 4章)。因此 ,流氓绝不是专制集权体制的

特产 。如果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流氓 ,就断言专制政体与流氓文化之间存有必然联系 ,那

么 ,当然也可以根据西方社会中也存在流氓的事实 ,断言西方的政治体制与流氓文化之间也存

有必然联系。这样的推论恐怕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倒不如研究一下“流氓”在不同的社会文化

中的存在形态和活动方式的差异更有价值。

为了证实“流氓性”在国民心理中的根深蒂固 ,王文举出了秦始皇 、董卓(按:王文称董为

“专制帝王” ,不确 ,董并未做过皇帝)、曹操 、苏峻 、桓康等以凶残暴虐著称于世的人物被奉为神

明 ,以及民间信仰中有诸如“蒋神” 、“五通神” 、“泰山三郎” 、“草鞋四相公”一类的品德恶劣 、流

氓成性的神灵的现象 ,用以说明“由于传统社会中专制权威巨大威慑力量对国民信仰心理的长

期作用” , “与专制权力的膨胀结合在一起的流氓性 ,可以非常直接方便地转化成为国民心目中

崇高的神权和神性” 。这种说法也有似是而非之处。中国宗教的特点之一 ,就是一直保持了

“巫教”的因素和特征 ,民间信仰的神灵多不胜数 ,来源复杂 ,生前行为乖张或死亡情形异常的

人物容易转化为神灵 ,甚至许多动物和无生命的物件(如蛇 、黄鼠狼 、狐狸 、树木 、石头等)也成

为民间供奉的对象 ,因而不能因为有一些流氓型人物死后成为神灵或某些神灵带有流氓性 ,就

断言国民有崇拜流氓的心理。事实上 ,在庞大的神灵队伍中 ,由流氓人物转化而来或带有流氓

性的神灵所占比例很小 ,而且对这些神灵的崇拜还常常被视为“淫祀”而遭到士大夫的指责和

取缔 。此外 ,凶残暴虐或品德不端的人物转化为神灵 ,中古以前还时有所见 ,但宋代以后 ,也就

是王文所说的流氓文化恶性膨胀的时代 ,随着儒家教化在基层社会的开展 ,此类现象相对来说

反而更少见一些 。如果要证实流氓神崇拜与国民心理之间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似需要对上

述现象作一些解释。

关于明代流氓阶层膨胀的社会原因

王文认为 ,中国的流氓文化在明代得到空前的发展 ,恶性化程度迅速蹿升 ,其表现有三:第

一 ,官僚体系的日益堕落 ,使得流氓文化迅速改变以前的非主流地位 ,而通过国家权力执掌者

的权威操作而具有了制度性的意义 ,成了“国家行为方式”的典型特征;第二 ,在规模和恶性化

程度这两方面 ,流氓文化在明代中后期都呈现出急遽扩大和升级的态势;第三 ,流氓文化在明

代中期以后迅速向全社会蔓延 ,并成为社会的整体性状。笔者认为 ,王文的上述判断 ,实际上

122



应分解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明代的流氓问题是否比以前更加严重和恶化 ?另一个问题是

流氓文化是否在整体社会文化体系中占据了主流性的 、决定性的地位? 前者属于经验现象层

面的问题 ,后者属于价值判断层面的问题 ,不可混为一谈。

与以前的朝代相比 ,明代的流氓问题是否更加严重和恶化了 ? 这个问题需要经过严格的

对比研究才能作出确切回答。受历史资料所限 ,进行严格的对比研究并不容易 。不过 ,从笔记

小说中的记述来看 ,明代的流氓确实为数众多 ,活动方式复杂多样 ,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接受

王文关于明代流氓问题恶性膨胀的判断 。问题是 ,仅仅根据当时人对官场腐朽 、世风败坏的一

些议论 ,以及流氓活动的一些事实 ,就断言明代社会根本性地 、整体性地“流氓化”了 ,这未免失

之轻率。在每一个朝代的后期 ,都会出现政治黑暗腐败 、伦理秩序失范 、越轨行为增多的局面 ,

也会出现以“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为基调的议论和叹息 ,这几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不独明

代为然。当然 ,随着人口规模和社会经济成份的复杂化 ,越往后来 ,包括流氓活动在内的种种

社会失范现象表现得越严重 ,但这些现象始终是作为“反文化”存在 ,并未上升到主流性的地

位。就明代后期的情形而言 ,尽管确实存在着政治腐败 、道德滑坡现象 ,但整个社会还是富有

活力的 ,在社会经济 、科学技术 、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 ,以致中外许多学者声称从明代

社会发展中看到了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曙光 。如果“流氓文化”在明代后期成为“社会的整体

性状” ,明代社会文化“在整体性状上呈现着极度的怪诞和扭曲” ,上述各方面的巨大发展还能

够发生吗 ?难道是“流氓文化”的膨胀创造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因此 ,笔者认为 ,在明代 ,如同在其他朝代一样 ,流氓问题仍然只是一种社会病态现象;我

们可以说明代存在着严重的“流氓问题” ,但却不能说明代的社会与文化从整体上流氓化了 。

王文根据明代小说对欺诈现象的大量描述 ,证明当时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 ,其实文学作品透射

出的社会事象虽然不乏真实的成份 ,但也往往不免有夸大以致变形的成份 ,不可完全信以为

真。比如 ,晚明小说中描写了不少在婚前和婚外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形象 ,我们可以相信当时确

实有这样的事情存在 ,但绝不可据此认为当时的女性都是性开放主义者 ,更不可断言当时已进

入性开放时代。同样 ,在文学作品中 ,大多数商人都被赋予贪婪 、欺诈的性格 ,而就实际情形而

言 ,尽管欺诈的确是商业活动中的常见现象 ,但绝非商业活动中通行的行为准则 ,更非中国商

人特有的品性;倘若如此 ,中国的商人之间以及商人与社会其他阶层成员之间就不可能维持恒

定长久的关系 ,规模浩大的商业经营也不可能顺利开展和运行。一些研究表明 ,明清时期在商

界赫赫有名的徽州商人和山西商人 ,总体而言 ,在经商活动中是很讲究诚 、信 、义等商业伦理道

德的 ,这是他们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张海鹏 、唐力行 ,1984;张正明 ,1995:159)。

至于明代流氓阶层膨胀的原因 ,王文只用三言两语提及城市经济的发展 ,并认为这只是表

层的次要原因;而根本性的原因 ,则是明代“皇权的专制性发展至前所未有的程度 ,以及由此而

产生的对权力体系的依附之空前强化”。在这一点上 ,笔者亦有不同看法 。首先 ,专制皇权的

强化并不一定导致官僚集团的腐败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学术界讨论明代专制皇权的空前强

化 ,列举的证据大多集中于明朝初期 ,而朱元璋这位不遗余力地强化皇权的开国皇帝 ,身上恰

巧带有浓重的流氓气 ,以致谈论“流氓皇帝”的学者 ,常常将他与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一起举为

例证 。然而 ,明初的社会并未因此而出现“流氓化”趋势;相反 ,这位极端专制集权的流氓皇帝 ,

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打击社会上的流氓分子(陈宝良 ,1993:155-156),倒是创造了一个社会

秩序相对稳定 、社会风气相对纯朴的社会环境 。其次 ,统治集团的道德腐败以及不择手段地肆

意掠夺社会财富 ,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进社会上不良因素的滋生 ,但也应看到 ,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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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自身尽管日益腐朽化 ,但他们却并不甘心让社会彻底没落下去 ,在聚敛财富的同时 ,他们

也很关心社会秩序问题。明代后期有许多士大夫对伦理道德的堕落表示忧虑和谴责 ,这一方

面固然说明当时的社会确实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 ,另一方面也说明士大夫集团并未完全丧

失良知 ,不少人还在思考 ,还在行动 ,试图挽回颓风 ,重振社会道德。

笔者认为 ,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确实是明代后期流氓阶层膨胀 、流氓风气蔓延的重要动因

之一 ,但同时也不能忽略 ,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生活的空前繁荣 ,也是流氓阶层滋生蔓延

的决定性的和关键性的因素。应该说 ,流氓这类人物并非是城市的特产 ,但城市确实是流氓滋

生的适宜温床 ,流氓活动的主要场所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如此。这是因为 ,一方面 ,城

市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 ,会吸引和聚拢大量的物资财富和人口 ,失去生活资料或期望改善生活

境遇的农民往往会涌入城市谋生 ,而城市并不能为涌入的人口提供足够的正当职业以维持生

存 ,许多人便只能依靠欺诈 、盗窃 、乞讨之类的手段谋生;另一方面 ,城市是达官贵人 、富商大贾

们聚集的场所 ,他们需要大量的随从 、仆人和打手 ,许多没有正当职业的城市游民便依附于上

流社会讨生活 ,这些人常常在主子的非法活动中充当帮凶 ,也常常依恃主子的权势进行流氓活

动(王春瑜 ,1991;谢和耐 ,1995:64-72;奇波拉主编 ,1988:65-66 、75-76)。唐代以前 ,都市一

直就是流氓麇集的地方。从唐代后期开始 ,中国社会出现了被学术界称之为“唐宋转型”或“唐

宋变革”的深刻变化 ,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 ,社会流动性的空前提高 ,是这一社会转型的重要标

志(谢和耐 ,1997:274-276)。宋代以来 ,随着 “社会的城市化” , “城市社会的弊端”也开始变得

更加明显和严重(费正清 、赖肖尔 , 1992:143-144)。到了明代 ,城市经济达到空前繁荣的境

地 ,出现了“小城市越来越大 ,大城市越来越多”的都市化发展趋势(刘石吉 ,1987),遂为流氓阶

层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肥厚的土壤。明代城市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也是

流氓活动最猖獗的地方 ,像“打行”那样的组织化的流氓团伙 ,就首先出现在经济最富庶的苏

州 、松江等城市 。相比而言 ,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虽然也有流氓分子存在 ,但不容易形成规模 ,

其活动方式和流氓手段也显得比较粗陋简单 。可以说 ,流氓阶层的膨胀 ,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的副产品 。

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与都市化程度提高的条件下未能相应增强 ,是造成

流氓阶层膨胀 、流氓活动猖獗的另一项重要原因。学术界普遍认为 ,唐宋转型在政治层面的重

要表现是皇帝集权和独裁的程度明显增长 ,有学者甚至认为 ,中国的“皇帝独裁体制”是宋代以

后成立的 ,宋代才是中国“专制国家”的起点(檀上宽 ,1995:490-491),或者说宋代才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较成熟的郡县制国家”(汪晖 , 2000:32-33)。但是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不断

发展 ,并未带来政府在社会控制和管理方面的能力的增强。不少学者认为 ,唐代后期以降的中

华帝国是以“小国家”为标志的(包弼德 ,2000:76-77)。在人口和资源的规模不断扩张的条件

下 ,行政城市的数量和官僚队伍的规模却没有随之增长 ,官方涉足社会事务的态度逐步下降 。

甚至有学者认为 ,晚期帝制中国正是靠有系统地减少基层管理功能的范围 、鼓励降低地方体制

内官僚政府的效用才得以延续和维持(施坚雅 ,1991:40-47)。就城市而言 ,宋代以来其经济

功能不断增强 ,坊市制度和城郭的限制均被打破 ,涌入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 ,大大提高了控制

和管理的难度 ,而地方政府能够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却严重不足 ,只得将大量的社会管理事务交

由地方精英主导的基层社会组织处理 ,这些基层组织规模都不大 ,在控制有固定居住场所的居

民方面还能发挥一定效力 ,但对于居无定所 、四处活动的游荡者就很难钳束管制 ,从而使流氓

分子和团伙获得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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